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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影子教育市场的形成源自家庭教育需求,这一需求不仅受制于多重“硬

性”的家庭资本,还受控于“软性”的家庭文化价值观.家庭文化价值观在中国特有的

社会文化中得以建构和传递,并且深刻影响着家庭对影子教育的选择.本文基于中国

家庭金融调查(CHFS)２０１５年数据,借助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了

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权力距离越大,意味着公平

感越强,家庭越希望通过加大影子教育投入,以自身努力改变现状;家庭不确定性规避

越低,意味着家庭越偏好风险,家庭期望增加影子教育支出获得“高风险”带来的“高回

报”;家庭集体主义感越强,其从众心理越强,对影子教育的需求也越大;家庭短期导向

越强,意味着越看重当下,影子教育的高效和补充特性恰恰迎合了家庭所需.本文进

一步考察了影子教育投入是否具有特殊性,研究发现相较“投己”,家庭文化价值观更

倾向于“投子”;相较“择校”,其更倾向于“择教”.本文还考察了影子教育类型是否存

在差异性,研究发现“学科类”和“艺体类”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的作用下呈现较大反

差.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 文 提 出,面 对 家 庭 微 观 教 育 决 策 失 灵,需 引 入 家 庭“元 治

理”,通过“外部影响”和“自身建设”,不断调和家庭文化价值观,从而做到理性选择影

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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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社会历来有“重教”的传统,延续千年的科举制是促进社会流动的“国
家机器”,“学而优则仕”也成为古代学子出人头地的价值追求.然而,作为精英

教育正途的科举制,其背后是对应试者家庭的选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越来越多

的学者对科举制的社会开放程度产生了质疑,研究发现明清以来科举的真正受

益者不过约三百个大家族.[１]显然,家庭背景及社会制度成为社会精英塑造过

程中的关键因素,家庭对其幼童塾师、蒙书及学校的选择也变得至关重要.正

如有学者所说:“对于家庭、家族而言,国家的政治性选拔蜕变成了地方社会集

团身份、地位等再生产的工具.”[２]这恰恰印证了布迪厄(P．Bourdieu)著名的文

化再生产理论,他认为获得文化资本的首要方式是“在人们对此还未形成意识

的早期就全面展开了,它是通过幼年时期的家庭体验获得的”.[３]无疑,家庭是

文化资本最初也是最主要的生产场所,在科举制度与家庭教育的强关系链与相

互浸染中,建构了特有的中国家庭文化价值观,这一观念如同“基因”一般历经

世代相传深刻影响着我国当代家庭微观教育决策.
中国是高度筛选型社会,这一历史和文化传统已经深深植根于千家万户的

教育观念中,高考制度在现代社会的精英选拔中继承了古代科举的高竞争、高
利害、高风险特征,[４]向上流动的焦虑情绪开始“下移”,“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已成为家庭微观教育决策的共识,特别是当学校教育系统无法满足人们

的教育需求时,被称为“影子教育”(shadoweducation)的课外补习市场在中国

迅速崛起,并逐渐形成中国教育新业态.２０１６年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

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２０１４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

机构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８０００亿元,参加辅导的学生高达１．３７亿人次,占在

校学生总量的３６．７％,且这一比例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高达７０％;[５]２０１７
年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和规模均

处在较高水平,全国基础教育阶段生均家庭教育支出８１４３元,其中小学阶段校

外支出的比例最高,达到３８．３％.[６]显然,课外补习市场的兴起源自家庭对教育

选择的需求,这些增长数据勾勒出一幅文凭社会的当代图景.
本文并不遵循经济、制度等“宏大叙事”的传统研究范式,而从微观场景考

察家庭文化价值观———文化的核心认知———是否对其子女影子教育选择产生

了影响.特别是当家庭总体性文化资本对教育系统内部的制度影响仍是一个

“黑箱”的前提下,探究家庭文化价值观的作用机理,或许有助于找到打开“黑
箱”的钥匙.[７]本文会进一步探析家庭选择影子教育行为的“合理性”,进而为我

国影子教育需求问题及治理提出相应的策略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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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 献 综 述

“影子教育”概念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德席尔瓦(W．A．DeSilva)、
玛丽姆都(T．Marimuthu)以及斯蒂文森(D．L．Stevenson)和贝克(D．P．
Baker)等分别在考察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和日本等国课外辅导教育时的形象比

喻.[８１０]１９９９年马克􀅰贝磊(M．Bray)以此为题[１１],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

相关研究报告后,影响教育逐渐受到国际学界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概括来

说,影子教育恰如其名,与主流学校教育如影随形,因学校教育规模、形态和模

式的变化而变化,其特征主要体现为私有性(private)、补充性(supplementary)
和补习(tutoring).[１２]近２０年来,国内外学界关于影子教育的研究日益增多,但
主要聚焦三大问题域:一是谁需要影子教育(需求问题);二是影子教育效果如

何(质量问题);三是影子教育是否扩大了教育不公(公平问题).[１３]本文的研究

内容属于第一个问题域,即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
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对影子教育的选择常常来自长辈(主要是父母)的微

观决策,而这一决策又受多层面因素的影响.从宏观层面来说,主要包括经济、
制度和文化三个方面:(１)贝克对参与 TIMSS测试的全球４１个国家进行分析

后,发现公共教育支出比例和毛入学率越低,越多家庭选择影子教育;[１４]这一现

象在经济欠发达国家更为突出,如非洲国家的家长认为课外补习能为其子女提

供更多的学习机会.[１５]翁秋怡认为,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私人课外补

习的供给和需求都会增多.[１６](２)拥有选拔性考试制度的国家成为影子教育最

集中的区域.澎湃认为,儒家文化盛行之地的社会压力因高风险考试制度而增

加,参加课外补习是为进入高等教育深造做准备.[１７]在中国大陆,随着高等教育

大众化和普及化,教育供给与需求的主要矛盾已从上大学难变为上好大学

难,[１８]高等教育和就业市场竞争促使家庭通过选择影子教育增强其子女的“筛
选优势”和人力资本.(３)斯蒂文森和贝克、贝磊、萨里里(F．Salili)和金(K．
Kim)等研究者认为,影子教育之所以在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

更盛行,与儒家文化中“强调努力”和“注重学习”的文化观念密不可分.[１９２２]奥

里尼(J．Aurini)等则认为,北美、大洋洲和西欧的主流文化都强调能力而非努

力,尽管社会竞争不断加剧,但这一主流文化并未减弱.[２３]

正如贝磊所说,微观层面的课外补习差异可以从宏观文化和经济结构分析

中找到更具解释力的答案.[２４]这一认识有助于人们理解家庭选择影子教育的微

观层面原因.在现有研究中,家庭背景或环境成为选择影子教育的主要因素,
国内学者李春玲、蒋国河和闫广芬、薛海平等的多项研究在科尔曼(J．S．
Coleman)和布迪厄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家庭资本”概念,[２５２７]并将其作为考察家

庭背景的重要内容.家庭资本包括四个方面:社会资本,指向家庭成员内部亲

子关系和外部的人际关系;文化资本,通常指向父母受教育程度;经济资本,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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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政治资本,通常指向父母的职业背景.[２８]从这一角度

看,国内外研究主要是围绕“资本”展开,如:贝磊在对香港中学生课外辅导的调

查中发现,兄弟姐妹数对补习支出有负面影响,兄弟姐妹人数越多的家庭,其补

习支出越少;[２９]坦塞尔(A．Tansel)、薛海平和丁小浩、西洛瓦(IvetaSilova)等
研究者发现,家庭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背景、经济收入及城乡差异等对影子教

育选择均有显著影响.[３０３２]显然,已有研究基本属于“资本”范畴的考量,是从有

形层面解构影子教育的问题域,即便是文化维度也多指狭义的家庭文化资本,
较少关注家庭文化价值观这一无形的核心层面.

在现有研究中,有学者开始关注家庭文化价值观对教育投入的影响.譬

如:刘洁和陈宝峰将农村家庭价值观分为教育人文观、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从
众倾向等七个维度,实证研究发现这些文化维度均在不同程度和方向上对教育

投资产生影响;[３３]古德曼(A．Goodman)等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会影响

子女的成绩,主要是因为父母提高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３４]余甜丽和詹宇波使

用中国 家 庭 追 踪 调 查 (CFPS)面 板 数 据 验 证 了 教 育 支 出 存 在 邻 里 效 应

(neighborhoodeffect),即家庭的教育支出会受到社区等其他家庭文化的传播

影响;[３５]丁从明等考察宗族对农村教育投入的性别差异问题,发现宗族文化中

对“香火”延续的认知会使家庭更倾向对男性进行教育投资;[３６]汉纳姆(E．
Hannum)也指出,在“养儿防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家庭提高对男孩

的教育投资可视为一种保障.[３７]由此看来,家庭文化价值观对教育投入的选择

无疑具有重要影响,可以说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家

庭资本以外的“软”因素,如:从众心理、教育期望、“重男轻女”等文化价值观,这
些内外交织的文化因素构成了影子教育选择行为研究的新视角.

然而,现有文献中缺乏关于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影子教育选择这一具体问题

域的研究.此外,已有研究只是选择了与文化价值观有关的单维因素,检验其

与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性.因此,本文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研究影子教育需求的

新视角;另一方面通过引入考察文化价值观的相关理论,系统地考察家庭选择

影子教育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从而找到家庭选择影子教育行为中产生的

“问题”的症结所在.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由于家庭文化价值观的高度抽象化及其关联的复杂性,难以借助一般意义

上的经济学计量方式进行直接量化分析.因此,本文引入了当代荷兰著名管理

学、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Hofstede)在其著作«文化与组织:心
理软件的力量»(CultureandOrganization:SoftwareofMind)中阐述的“文
化的五个分析维度”(简称 “霍夫斯泰德 文 化 维 度”),即 权 力 距 离 (Power
Distance)、不 确 定 性 规 避 (Uncertainty Avoidance)、个 人 主 义 与 集 体 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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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ismorCollectivism)、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LongＧterm Orientedor
ShortＧtermOriented)以及男性化与女性化(MasculinityorFemininity).[３８]霍

夫斯泰德认为:“文化是使一个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共同心理程序,这一程序

形成某一地区人们以某种特殊方式思考、感觉和行动的心理定势.”[３９]尽管他声

称文化研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才有意义,但很多研究者发现,在过去的２５年

里,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在个体层面的研究比国家和社会层面还要多;[４０]亦有

研究者指出,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在国家层面的划分与个体层面具有统一

性.[４１]从微观角度来看,文化是使一个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共享价值观体系,
可以说价值观是文化的基石.[４２]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为相关文化研究创建了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框架,并得

到国际文化研究学界的广泛认可.如:国内学者占德干、张炳林通过借鉴霍夫

斯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探讨了中国企业文化的构成与差异;[４３]美国、荷兰两国

学者詹森(E．P．Jansen)等根据这一理论框架,发现文化环境对企业的报酬激

励系统起着决定性作用;[４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这一理论框架在人力资源管

理、消费行为、决策、态度、动机等企业和个人微观领域取得了较多成果,有研究

甚至认为该理论在组织和个人层次的分析更加合理.[４５]然而,在教育领域的研

究相对较少.如:廖梦帆从权力距离维度分析了中美学生选择与老师交流媒体

的差异;[４６]吴薇借助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分析了中荷两国研究型大学教师信念

的跨文化差异.[４７]显然,该理论框架具有较好的跨文化解释优势.还有研究指

出,在中国地域内同样可以运用这一理论框架进行分析.[４８]此外,该理论自身构

建过程中的“长期/短期导向”维度,恰源自“中国文化联结”研究团队对儒家工

作动力考察的结果.[４９]因此,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不仅其本身具有“中国印记”,
而且在“本土契合性”认识的影响下,港台学者在理论的文化适应性方面亦取得

了一定成果,如:杨国枢、郑伯埙等认为中国人(华人)社会认知中具有典型的家

族(家庭)取向,[５０５１]因此将该理论置于家庭组织环境中考察教育决策问题,无
疑更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现实需要.如:强铭运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比较中

美家庭教育模式的差异.[５２]综上所述,本文以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为理论分析

框架,选择前四个维度考察我国家庭文化价值观是否对影子教育选择产生影

响.① 具体维度包括四项:
第一,权力距离.霍夫斯泰德指出,在一个社会中,组织或机构中的弱势成

员对权力分配存在不均等的接受程度,[５３]权力距离的大小可以反映出不同文化

集体对不平等问题的态度,即社会公平感,公平感越强,其权力距离越大.段锦

云等认为,公平感强的人会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倾向,员工对组织的公平感强

会显著增加进谏行为,更好地发挥工作的主观能动性.[５４]然而,相较高公平感的

①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可以根据研究所需进行维度选择,本文因不涉及男性和女性研究,故只选

择前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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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影响,不公平感往往带来反作用.翁定军认为不公平感强的人会更容易

产生“偏狭”以及“嫌富怜贫”的阶层意识.[５５]夏向东、熊青认为社会不公感与焦

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相关.[５６５７]朱志玲等认为不公平感甚至导致对社会的怨恨

情绪.[５８]许多微观研究表明,学习焦虑不但没有带来积极影响,反而极易引起学

习倦怠、动力不足等消极结果.[５９６１]由此看来,公平感低的家庭,由于不公导致

各种消极影响,这与人们对越不公越努力的经验判断相背离.因此,影子教育

作为主流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同样有提升人力资本的功能,而且公平感越强

的家庭在课外补习的投入也越高,这一价值观作为持续性感受会影响家庭微观

教育决策.
第二,不确定性规避.霍夫斯泰德发现,不同文化之间对不确定性认识的

态度不同,[６２]为此他提出这一概念,指代社会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背景的

威胁程度.[６３]影子教育不同于学校教育,特别是不同于义务教育,其收费高、周
期短、功利性强且市场化程度高,这意味着影子教育投入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性,
而考试选拔机制又存在不稳定因素,这些使得影子教育回报结果具有较高的不

确定性.尽管有学者指出,校外教育补习服务已经成为家庭生活必需品.① 但

事实上,“必需品”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２０１７)»显
示,城镇地区兴趣拓展课外补习参与率为２９％,而农村地区仅有５．４％;课外补

习地区差异巨大,东北地区年生均支出高达４３５７元,而西部地区仅有１８０６元;
家庭年消费水平在前２５％的年生均课外补习为８８２４元,是后２５％家庭的６
倍.[６４]如此看来,人们需要对当前我国影子教育市场发展有一个全面评价.对

大多数家庭而言,影子教育投入仍然一项具有“高风险性”的选择行为,特别是

一些家庭认为“只有高风险,才有高回报”,这一“投资”观念决定了高风险偏好

的家庭会提高对影子教育的投入,以期获得较高的回报(如:子女学业成绩的提

升),这说明家庭对影子教育投入的不确定性规避相对较低.
第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在霍夫斯泰德看来,个体和集体是一组相对

的概念,是一个维度连续体的两极.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个

人与群体的关系,如个人主义社会强调个人中心,而集体主义社会突出集体目

标.[６５]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家庭”为参照单位,其外部环境俨然一个“大集

体”,包括亲朋好友同事等社会网络关系,集体主义社会往往会通过从众心理,
使个体呈现出特定行动.如: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大众压力下,从众心

理越强的家庭,对其子女课外补习的投入也会相应增加.
第四,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霍夫斯泰德认为,长期和短期导向可以反映

人们的时间偏好观念.长期导向是指一种重视未来收益的倾向,如注重储蓄和

① 西南财经大学贾男教授认为校外教育补习已成为生活必需品.参见:课外补习校外教育补习服

务已成为生活必需品? 载«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０日,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２０１７Ｇ０３/
２０/content_２８６１７０５１_２．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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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将节俭和毅力视为美德;短期导向则注重过去和现在,如及时行乐和消

费.[６６]吴薇根据霍夫斯泰德文化理论的原理,对教育现象展开解释.如:长期导

向意味着教育需要坚持不懈,短期导向表现为教育追求短、平、快的结果.[６７]从

人才培养规律来看,学校教育投入收益往往是长期的,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

至少需要１５年时间.孙伦轩等把学校教育视为“公共理性”,而把课外补习市

场看作“经济理性”,追求效率和利润.在市场逻辑的影响下,不少家庭把课外

补习作为其子女向上流动的“快车道”.[６８]孙海峰甚至指出,正规校外培训机构

在短期内提升学生学业成绩是可能的,但从长远上看,却没有太大意义.[６９]因

此,笔者认为影子教育,特别在基础教育阶段,其本质属于“私教”行为,且很难

具有连续性,父母希望投入后能立见成效.当然,对这一“投入”的认识是相对

而言的,因为人力资本本身就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所以本文更多从影子教育

收益的即时性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具有短期导向价值观的家庭更倾向影子教育

投入.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权力距离越大的家庭对其子女影子教育的投入越高.
假设２:不确定性规避越低的家庭对其子女影子教育的投入越高.
假设３:集体主义感越强的家庭对其子女影子教育的投入越高.
假设４:短期导向越强的家庭对其子女影子教育投入较高.

四、数据与模型

(一)数据

　　本文的实证部分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２０１５年的全国抽样数据.

２０１５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调查收集了来自全国２９个省(直辖市、自治区),３６３
个县,１４３９个村(居)委会,共计近３７０００户家庭、１２００００余人的数据.主要内

容包括:个体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就业状况、家庭的资产与负

债、保险与保障、支出与收入以及各类主观认知评判等.数据具有国家级、省级

和副省级代表性,全面详细地反映中国家庭金融状况,并且针对不同的家庭基本

特征匹配相关题目,数据内容丰富,涵盖领域全面.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

心与受访者之间建立了长期而相对稳定的关系,这为数据质量提供了重要保证.

(二)变量

本文中的被解释变量是家庭对其子女在中小学阶段进行课外补习的总支

出,这里的课外补习包括学科类补习和艺术、体育类补习.核心解释变量为霍

夫斯泰德四个文化维度延伸出的衡量指标,具体包括公平感、风险偏好、时间偏

好和从众心理.(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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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感对应权力距离维度,旨在考察受访者对现实社会公平程度的认知

度.笔者把该变量处理为虚拟变量,把“非常公平”和“比较公平”赋值为１,将
“一般”“比较不公平”和“非常不公平”赋值为０.由于“社会公平”是一个相对的

概念,因此持有“社会更公平”态度的人,说明他们对“不公平”的接受程度会越

高,这意味着他们具有更大的权力距离,相信教育的主观努力会改变现状.
风险偏好对应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旨在考察家庭对投资意愿的风险接受

度.为便于研究,笔者同样将其设置为虚拟变量,把投资意愿为“高风险”与“略
高风险”的受访者赋值为１,把投资意愿为“平均风险”“略低风险”和“不愿意承

担风险”的受访者赋值为０.衡量风险偏好程度可以反映出人们对待“投入—回

报”问题的态度,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们的教育消费心理及整体状况.
从众心理对应集体/个体主义维度,旨在考察家庭外部环境对个体/群体选

择的影响程度,从众心理可以反映“集体主义”式的家庭文化价值观.笔者对家

庭从众心理考察是基于个人购买股票在很大程度上受周围人的影响这一事实

来反映,①同样将其设为虚拟变量.
时间偏好对应长期/短期导向维度,旨在考察家庭对“投入—回报”问题在

时间维度的选择取向.本文采取信用卡使用额度来衡量时间偏好.这是因为

信用卡的使用情况与时间偏好存在密切关联.信用卡消费的特点是先消费后

还款,即消费者在不同时间点消费的收益成本的比较,是测度时间偏好的典型

变量.[７０]弗雷德里克(G．L．Frederick)认为信用卡欠款或透支均可作为衡量传

统贴现率的最佳指标.[７１]迈耶(S．Meier)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具有当下偏好的

人有更多信用卡借款,且信用卡的数量也显著增加.[７２]因此,信用额度越高,说
明时间偏好越强,越倾向及时消费,即为短期导向的文化价值观.

表１　变量及其定义

变量名 变量定义

课外补习支出 家庭子女就读中小学期间的课外补习费用.其中,中学包括初中

和高中.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

　权力距离(公平感) 虚拟变量.社会公平感设为五个等级,认为“非常公平”和“比较公

平”的两个等级赋值为１,“一般”“比较不公平”和“非常不公平”三
个等级赋值为０.公平感越高表示权力距离越大.

① 在心理学中,从众心理的测度包涵信息性、规范性以及价值表达影响三个维度.每种维度通过

多个问题综合评判.本文使用机构调查数据难以覆盖全面,另外股票与影子教育均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高收入阶层选择性及投资性质,通过股票的从众行为可作为反映家庭从众心理的变量.参见:李东,张

耘堂,唐桂:«消费者知识、从众心理与来源国效应的关系研究»,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３８—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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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变量定义

　不确定性规避(风险

偏好)
虚拟变量.教育投入的风险偏好设为五个等级.认为“高风险”
“较高风险”的两个等级赋值为１,“平均风险”“较低风险”和“不愿

承担风险”的三个等级赋值为０.风险偏好越高表示不确定性规避

越弱.

个人与集体主义(从众

心理)
通过选取个人买股票是否受周围人影响来反映家庭的从众心理,
该问题有五个等级的选项,将其设为虚拟变量.越受人影响的前

两个等级赋值为１,其他三个等级赋值为０.

长期与短期导向(时间

偏好)
选取信用卡使用额度的对数形式衡量家庭的时间偏好.信用额度

越高说明时间偏好越强,倾向于立时消费,即短期导向.

家庭变量

　收入 家庭总收入

　父母受教育年限 课外补习子女的父母学历,即受教育年限.按最终学历对应的受

教育年限推算,即０年(未上学)、６年(小学)、９年(初中)、１２年(高
中)、１５年(专科)、１６年(本科)、１９年(硕士)及２２年(博士).

　家庭儿童数 家庭６~１５岁儿童数

　家庭总人口数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依赖率 家庭成员中没有工作的人数与家庭总人数之比,反映家庭负担

状况.

　户主女性 户主为女性设为１,男性设为０.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

经济变量

　农村 农村设为１,城镇设为０.

　东部 受访者所在地为东部地区设为１,其他地区设为０.

　中部 受访者所在地为中部地区设为１,其他地区设为０.

　西部 受访者所在地为西部地区设为１,其他地区设为０.

　县级 GDP ２０１５年区县级人均 GDP并取对数形式.

学校变量

　重点学校 选择课外补习的家庭子女所在学校重点级别设为五级,分别是国

家重点、省重点、市重点、县重点和非重点.数值越大表示重点级

别越高.

在描述性统计中,首先删除子女课外补习费用为缺失值的家庭,即只保留

子女就读中小学的家庭.① 笔者发现参与课外补习的家庭占比达到４０％,课外

补习支出均值为２０５８元.公平感均值为０．３４,即仅有３４％的人认为社会是公

平的,处于偏低水平;就风险偏好而言,只有１０％的人倾向风险偏好,这可能与

我国传统文化中谨慎、内敛的行事风格有关.从个人购买股票受周围人影响的

① 如果家中有N 个子女(N≥２)均进行课外补习,则将其看作N 个家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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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为６８％,可见从众心理的集体主义特征较突出.本文样本中,６１％为城镇

家庭,农村家庭占比较低.(见表２)

表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误

课外补习费用(元) １３２１７ ２０５８ ０ １０６０００ ６２０９
公平感 ６９５３ ０．３４ ０ １ ０．４７
风险偏好 １３２１７ ０．１０ ０ １ ０．３０
信用卡额度(元) ２０７６ ４１７８６ ０ １０３００００ ７６６３５
买股票受别人影响 ６５８ ０．６８ ０ １ ０．４７
家庭收入(元) １２９１４ ７６８９９ ０ １８３０００００ ２２６８６６
父母受教育年限(年) １２５０９ ８．７３ ０ ２２ ３．５９
家庭儿童数(人) １３２１６ １．６４ ０ １１ ０．９８
家庭总人口数(人) １３２１６ ４．６３ １ ２０ １．６８
家庭依赖率 １３２１６ ０．４７ ０ １ ０．１８
户主女性 １３２１０ ０．４５ ０ １ ０．５０
户主年龄(岁) １３２１０ ４７．４ １６ ８５ １４．９９
东部 １３２１７ ０．４２ ０ １ ０．４９
中部 １３２１７ ０．２８ ０ １ ０．４５
西部 １３２１７ ０．２９ ０ １ ０．４６
农村 １３２１７ ０．３９ ０ １ ０．４９
重点学校 １１５５２ １．５８ １ ５ ０．８６

(三)回归模型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课外补习支出有大量的０值,即子女在中小学阶段

没有参加课外补习.为了保证能对这一部分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笔者对课外补

习支出加１后再进行对数处理.这样在保证对数化的同时,又保留了课外补习

支出为０的家庭,但此时使用 OLS得到的估计量是不一致的,针对这种情况,
在计量上需采用 Tobit模型考察家庭文化价值观对课外补习支出的影响.回

归模型如下:

ln(y∗
i )＝β０＋β１culturei＋β２Famii＋β３Schooli＋ecoi＋ui

yi ＝
y∗

i , y∗
i ＞０

０, y∗
i ≤０{

其中,y∗
i 表示家庭i的课外补习支出的观测值,yi 表示真实的课外补习支出.

当y∗
i ＞０时,课外补习支出的真实值就是y∗

i ;当y∗
i ≤０时,此时家庭没有课外

补习支出,实际课外补习值为０.culturei 是本文关注的家庭文化价值观维度变

量,分别有权力距离(公平感)、不确定性规避(风险偏好)、个人与集体主义(从
众心理)、长期与短期导向(时间偏好).Famii 为家庭i的家庭和户主特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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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包括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总人口数、家庭儿童数、家庭依赖率、
户主性别、户主年龄.Schooli 为重点学校变量.ecoi 表示经济变量,包括分为

东、中、西部地区虚拟变量,农村虚拟变量以及县级 GDP.ui 为误差项.

五、实 证 结 果

(一)基本结果

　　１􀆰 权力距离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

为了验证假设１,在该维度分析中,本文使用公平感衡量权力距离,且权力

距离越大,公平感越强.通过建立 Tobit模型,在控制所有变量,如家庭收入、
父母学历、家庭人口结构、学校变量、地区以及县级 GDP,笔者发现公平感的系

数为０．２２３,且在５％水平下显著,表明相较于公平感弱的文化价值观,公平感

强的家庭对其子女课外补习支出高出２２．３个百分点,这意味公平感强的家庭

的影子教育投入会更高.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看,公平感强反映了权力距离

大,说明能够坦然接受社会公平现状的家庭会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如加大对其

子女的影子教育投入等方式)来改变现状.(见表３)

表３　权力距离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

因变量:课外补习支出

(１) (２) (３) (４)

权力距离(公平感)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６ ０．１９０∗ ０．２２３∗∗

(０．７５) (１．０３) (１．７７) (１．９７)

家庭收入 ０．３４６∗∗∗ ０．３５０∗∗∗ ０．３２７∗∗∗ ０．３３７∗∗∗

(９．２５) (９．３８) (８．２５) (７．８６)

农村 －１．９３０∗∗∗ －１．６５０∗∗∗ －１．５４２∗∗∗ －１．５２３∗∗∗

(－１６．５９) (－１４．１０) (－１２．２１) (－１１．３９)

父母受教育年限 ０．２２７∗∗∗ ０．１８８∗∗∗ ０．１７７∗∗∗ ０．１５４∗∗∗

(１５．１３) (１２．５５) (１１．２６) (９．１７)

户主女性 ０．２８６∗∗∗ ０．４３１∗∗∗ ０．５０８∗∗∗ ０．５３４∗∗∗

(２．９７) (４．４８) (５．０８) (５．０４)

户主年龄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４∗∗∗

(－１．３６) (－２．４４) (－２．５５) (－２．９８)

家庭儿童数 －０．６４１∗∗∗ －０．６２１∗∗∗ －０．６０９∗∗∗

(－６．９６) (－６．３９) (－５．８６)

家庭人口数 －０．１７１∗∗∗ －０．１５５∗∗∗ －０．１４７∗∗∗

(－３．９７) (－３．４１)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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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课外补习支出

(１) (２) (３) (４)

家庭依赖率 ０．６２８∗ ０．５５３ ０．４７３
(１．７０) (１．４２) (１．１５)

学校重点级别 ０．２８６∗∗∗

(４．６６)

地区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 GDP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２４１ ６２４０ ５６９８ ４９４５

PseudoR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４

　　注:∗ p＜０．１,∗∗ p＜０．０５,∗∗∗ p＜０．０１;括号中为T 统计值.

２􀆰 不确定性规避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

对应假设２,本文使用风险偏好这一虚拟变量来衡量不确定性规避.由回

归模型分析可发现,相较于低风险偏好家庭而言,高风险偏好家庭的课外补习

支出高出２８．１个百分点,且在５％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家庭风险偏好对影子教

育的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家庭风险偏好越高,其影子教育投入也越高.
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看,高风险偏好意味着更少规避不确定性,许多家庭对

影子教育“趋之若鹜”,并非无意规避风险,而是影子教育自身的不确定性和高

风险性使得具有高风险偏好的家庭更期望通过增加影子教育支出来获得高回

报.(见表４)

表４　不确定性规避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

因变量:课外补习支出

(１) (２) (３) (４)

不确 定 性 规 避 (风

险偏好)
０．２５０∗∗ ０．２４１∗∗ ０．２７０∗∗ ０．２８１∗∗

(２．２８) (２．２１) (２．３８) (２．３３)

家庭收入 ０．３４９∗∗∗ ０．３６４∗∗∗ ０．３２７∗∗∗ ０．３２３∗∗∗

(１２．６８) (１３．２６) (１１．３１) (１０．５３)

农村 －１．６７１∗∗∗ －１．３７９∗∗∗ －１．１８４∗∗∗ －１．１４４∗∗∗

(－１９．７２) (－１６．１６) (－１２．８４) (－１１．７６)

父母受教育年限 ０．２４８∗∗∗ ０．２０７∗∗∗ ０．１９７∗∗∗ ０．１８０∗∗∗

(２２．１４) (１８．３９) (１６．６２) (１４．１９)

户主女性 ０．２７２∗∗∗ ０．３９７∗∗∗ ０．４０９∗∗∗ ０．４０３∗∗∗

(３．８６) (５．６６) (５．５９) (５．２３)

户主年龄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８∗∗∗

(－２．２５) (－３．５７) (－３．８３) (－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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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课外补习支出

(１) (２) (３) (４)

家庭儿童数 －０．５１８∗∗∗ －０．４７３∗∗∗ －０．４３２∗∗∗

(－７．７５) (－６．７４) (－５．７７)

家庭人口数 －０．２２２∗∗∗ －０．２１４∗∗∗ －０．２１４∗∗∗

(－７．０５) (－６．４５) (－６．０６)

家庭依赖率 ０．７１７∗∗∗ ０．５８９∗∗ ０．４８８
(２．６５) (２．０８) (１．６２)

学校重点级别 ０．３６４∗∗∗

(８．２１)

地区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 GDP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１７９４ １１７９３ １０７９７ ９４６６

PseudoR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０

　　注:∗ p＜０．１,∗∗ p＜０．０５,∗∗∗ p＜０．０１;括号中为T 统计值.

３􀆰 集体主义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

为了验证假设３,本文使用从众心理来衡量集体主义.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从众心理强的家庭相较于从众心理弱的家庭,会在５％水平上显著增加课外补

习支出８９．９个百分点,这说明了从众心理对影子教育投入具有正向影响.基

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分析,在我国集体主义的文化认知下,家庭集体主义价

值观均较为突出,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较大.(见表５)

表５　集体主义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

因变量:课外补习支出

(１) (２) (３) (４)

集体 主 义 (从 众 心

理)
０．８４３∗∗ ０．８１７∗∗ ０．８９９∗∗ ０．８９９∗∗

(２．１２) (２．０７) (２．０６) (２．０６)

家庭收入 ０．５０３∗∗∗ ０．５５２∗∗∗ ０．４６８∗∗∗ ０．５６４∗∗∗

(２．９８) (３．２４) (２．６７) (２．９８)

农村 －８．２８８∗∗∗ －７．８４５∗∗∗ －７．８１４∗∗∗ －６．６２２∗∗∗

(－３．７６) (－３．６１) (－３．６２) (－２．８１)

父母受教育年限 ０．２０７∗∗ ０．２０９∗∗∗ ０．１９６∗∗ ０．１７５∗∗

(３．１９) (３．０７) (２．７４) (２．２３)

户主女性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６ ０．１４２ ０．３３８
(０．３５) (０．３７) (０．３７)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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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课外补习支出

(１) (２) (３) (４)

户主年龄 －０．１５５∗∗ －０．１３８∗∗ －０．１２６∗∗ －０．１４７∗∗

(－３．２５) (－２．８８) (－２．５０) (－２．５７)

家庭儿童数 ０．２５９ ０．２９１ ０．４００
(０．５６) (０．６１) (０．７６)

家庭人口数 －０．５６８∗∗∗ －０．６８２∗∗∗ －０．７６０∗∗∗

(－２．３５) (－２．７２) (－２．８４)

家庭依赖率 ４．１６２∗∗ ３．９３９∗∗ ３．３２４
(２．２８) (２．０９) (１．６１)

学校重点级别 ０．２４８
(１．２８)

地区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 GDP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４２ ６４２ ６０４ ５１０

PseudoR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７

　　注:∗ p＜０．１,∗∗ p＜０．０５,∗∗∗ p＜０．０１;括号中为T 统计值.

４􀆰 短期导向对影子教育投入的影响

本文采用信用卡使用额度来衡量时间偏好,时间偏好越强表示偏向短期导

向,以此验证假设４.回归分析发现,同样在控制其他所有变量的情况下,受访

人信用卡使用额度每增加１％,影子教育投入提高２９．７个百分点,且在１％水

平上显著.这说明倾向于短期导向(时间偏好越强)的家庭会增大对其影子教

育的投入.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看,时间偏好强和侧重当下消费指向“短期

导向”的文化价值观,这也充分证实了家庭选择影子教育的目的,即在短时间内

实现课外补习的“培优”或“补差”,而非是教育投入的“长期策略”.(见表６)
另外,其他家庭变量检验与已有相关研究基本一致.具体表现为:家庭收

入越高其对影子教育的投入越多;农村家庭相较于城镇家庭具有更低的影子教

育投入;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高其对影子教育投入也越高;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有

更高的课外补习支出;户主年龄越低也越容易接受较高的影子教育投入,这说

明随着家庭对其子女教育重视程度的增加,年轻人或许更愿意选择影子教育;
家庭依赖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家庭负担情况,本文中家庭依赖率对课外补

习支出影响不显著.但从经验上判断,家庭负担越重,对其子女的教育支出应

该越低.不显著的实证结果可能与家庭依赖率(即家庭没有工作人数占总人数

的比重)使用人口结构衡量方式有关,对家庭教育支出的作用不如家庭收入

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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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短期导向对影子教育投入的影响

因变量:课外补习支出

(１) (２) (３) (４)

短期 导 向 (信 用 卡

额度)
０．４０８∗∗∗ ０．４３６∗∗∗ ０．３３６∗∗∗ ０．２９７∗∗∗

(４．６３) (４．９７) (３．６６) (３．０５)

家庭收入 ０．３９５∗∗∗ ０．４３１∗∗∗ ０．４１３∗∗∗ ０．４０２∗∗∗

(４．５７) (５．００) (４．６９) (４．１９)

农村 －２．８５８∗∗∗ －２．４８９∗∗∗ －２．３７８∗∗∗ －２．６３４∗∗∗

(－６．３３) (－５．４７) (－５．０４) (－５．２０)

父母受教育年限 ０．３０９∗∗∗ ０．２３７∗∗∗ ０．２３６∗∗∗ ０．２４２∗∗∗

(９．０１) (６．４９) (６．２６) (５．９３)

户主女性 ０．８１１∗∗∗ ０．８９８∗∗∗ ０．９１８∗∗∗ ０．９５０∗∗∗

(３．９４) (４．３８) (４．３５) (４．２３)

户主年龄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９２∗∗∗

(－２．１９) (－２．４９) (－２．４１) (－３．０４)

家庭儿童数 －０．６４７∗∗∗ －０．５９２∗∗ －０．５７１∗∗

(－２．７０) (－２．３６) (－２．０８)

家庭人口数 －０．４７４∗∗∗ －０．４１３∗∗∗ －０．４５１∗∗∗

(－４．１７) (－３．４６) (－３．５５)

家庭依赖率 ３．１５０∗∗∗ ２．６９２∗∗∗ ２．７８１∗∗

(３．２９) (２．６６) (２．５５)

学校重点级别 ０．１５８

(１．３９)

地区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 GDP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９８９ １９８８ １８６５ １６２２

PseudoR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１

　　注:∗ p＜０．１,∗∗ p＜０．０５,∗∗∗ p＜０．０１;括号中为T 统计值.

(二)进一步探讨

１􀆰 影子教育投入的特殊性

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影子教育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作为一种家庭教育投

入,这一“影响”究竟是“一般”还是“特殊”,有必要从家庭教育总支出进行逐层

对比剖析.家庭教育总支出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父母自身的教育支出,主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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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教育培训,这里称为“投己”;①另一类是包括影子教育在内的子女教育支

出,称为“投子”.除此之外,子女教育支出包括常规性的学校教育支出,称为

“学杂费”;还有非常规性教育支出,如“择校费”.基于以上分类,本文首先考察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对家庭“总投入”“投己”和“投子”三个因变量的影响情况,
通过回归分析可知:(１)从“总投入”看,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维度均表现出显著

正向影响;(２)从“投己”看,没有一个维度表现出显著影响,这或许是因为父母

在职教育培训往往是其职业发展的“硬性”要求,文化价值观影响较弱;(３)从

“投子”看,风险偏好、时间偏好和从众心理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正向影响,这
与上文影子教育的作用方向一致,但公平感无显著影响,笔者推测这可能与子

女进行影子教育之外的其他教育(学校教育)投入干扰有关.(见表７)

表７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对家庭不同类型教育支出的回归结果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 总投入 样本量 投己 样本量 投子 样本量

权力距离 －０．０１９ ２９５０ ０．０５６ ２９４９ －０．０３５ ２９５０
(公平感) (－０．３９) (０．８０) (－０．６７)

不确定性规避 ０．１２９∗∗ ５７００ ０．０１５ ５６９８ ０．１４２∗∗ ５７００
(风险偏好) (２．４４) (０．２２) (２．５４)

集体主义 ０．１７６ ４２２ ０．３４７ ４２２ ０．２２２∗ ４２２
(从众心理) (１．６２) (１．１０) (１．８９)

短期导向 ０．０８８∗∗∗ １２２０ ０．０７２ １２２０ ０．０７１∗∗ １２２０
(时间偏好) (３．２０) (１．０６) (２．２８)

　　注:∗ p＜０．１,∗∗ p＜０．０５,∗∗∗ p＜０．０１;括号中为T 统计值.

为此,笔者进一步考察了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子女其他教育投入,即学杂费

和择校费进行对比验证.回归分析发现,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其子女选择影子教

育的影响与其他两类教育存在明显差异:(１)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对子女其他

两类教育投入的影响均相对较弱,这可能与学杂费的“规定性”和择校费的“高
成本性”或“高门槛性”有关,文化价值观很难对以上两类教育投入造成影响和

干扰;(２)从学杂费来看,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中仅有风险偏好对其有５％水平

的显著正向影响,②这说明随着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结束,继续接受教育的学杂费

投入增加,伴随的风险也就越高,再次证实了我国家庭微观教育决策中不规避

风险的“高风险、高回报”倾向.(如表８)

①

②

父母自身教育投入＝家庭总教育投入－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其中三世同堂住在一起的家庭,父
母自身教育投入还包括对祖辈的教育投入.由于三代人一起住的家庭相对较少,爷爷奶奶辈所需的教育

支出也很少,本文姑且将“家庭总教育投入”与“子女的教育投入”的差值看作“父母自身的教育投入”.
学杂费支出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教育阶段,尽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相对较低,但是高

中教育阶段,包括民办高中的学杂费相对较高,对这一维度的整体考量有直接影响,本文未做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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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对子女学杂费和择校费的回归结果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 学杂费 样本量 择校费 样本量

权力距离 －０．１３６ ４６０２ －０．３７４ ２８４
(公平感) (－１．４４) (－０．５９)

不确定性规避 ０．２１３∗∗ ８７９９ ０．３６１ ５１５
(风险偏好) (２．０２) (０．６４)

集体主义 ０．０４１ ５００ －０．２８２ ６６
(从众心理) (０．１２) (－０．２６)

短期导向 －０．１１５ １５５５ －０．０４７ １６２
(时间偏好) (－１．５７) (－０．１６)

　　注:∗ p＜０．１,∗∗ p＜０．０５,∗∗∗ p＜０．０１;括号中为T 统计值.

一般而言,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影子教育的选择,与对子女的整个教育投入

和家庭的教育总投入均呈现出较为一致的显著性.然而,通过比较研究又可以

看到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影子教育的影响更富有特殊性.一是从“投己”与“投
子”来看,显然家庭更倾向于将“额外”的教育费用投向子女,这一主观选择反映

出父母对其子女寄予厚望;二是从“择教”与“择校”来看,当笔者将学校教育的

学杂费视为一项常规性支出时,子女教育投入主要表现在“择教”与“择校”的衡

量.“择教”主要指向校外的影子教育,是家庭为满足其子女教育的特殊化需求

的选择,该行为体现为一种相对自由的市场逻辑;“择校”一般围绕正规的学校

教育,是家庭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选择,主要途径是支付择校费,该行为反映出

行政规制下的“越轨”逻辑.因此,由于“择校”行为成本更高、操作更难,从经济

理性人的角度看,这为家庭选择影子教育找到了合理解释.

２􀆰 影子教育类型的差异性

马克􀅰贝磊在对影子教育进行概念界定时指出,影子教育面向语言、数学

或其他纳入考试范围的学术类科目,而非绘画、音乐、体育等非学术类科目.[７３]

然而,国内学者薛海平则是把两种类型均视为影子教育,但在分析时采取分类

研究的办法.[７４７５]为了深入考察影子教育不同类型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的差

异性,笔者亦把课外补习支出分为“学科类”和“艺体类”.回归分析发现,霍夫

斯泰德文化维度对两类课外补习影响差异较大.其中,公平感和从众心理越强

的家庭,对其子女在学科类的课外补习支出越高,且分别在１０％和５％水平上

显著,说明父母认为学科类补习更强调子女自身努力,这类补习甚至对子女今

后上什么样的大学起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这类补习竞争大,通常会伴随较强的

从众心理;偏好风险和具有短期导向的家庭则更倾向艺体类课外补习支出,且
均在１％水平上显著.显然,艺体类补习不同于学科类,相对周期短且较集中,
是一种技艺性和素养性培养.一般来说,这类补习费用高、专业性强、出头难,
再加之学校教育课业压力,可以说是一类高风险的教育投入.总之,本文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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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维度同样证实了两类课外补习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见表９)

表９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对不同类型课外补习支出的影响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 学科类 样本量 艺体类 样本量

权力距离 ０．１６４∗ ４９２２ ０．００６ ４９１８
(公平感) (１．７３) (０．０８)
不确定性规避 ０．１３０ ９４２４ ０．２２７∗∗∗ ９４２２
(风险偏好) (１．１１) (３．１５)
集体主义 １．２３０∗∗ ５０４ －０．１１６ ５０６
(从众心理) (２．５８) (－０．３２)
短期导向 ０．１４０ １６１０ ０．２１６∗∗∗ １６１２
(时间偏好) (１．４１) (２．６３)

　　注:∗ p＜０．１,∗∗ p＜０．０５,∗∗∗ p＜０．０１;括号中为T 统计值.

六、结论与思考

综上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影子教育的选择具有显著影

响.这意味着家庭对影子教育选择不仅受制于多重“硬性”的家庭资本,而且还

受控于“软性”的文化价值观及认知因素,但这些因素又常常是被遮蔽的、被人

们忽略的.基于这一视角,本文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考察影子教育需求问题

提供了新的研究向度,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家庭对影子教

育的选择行为.就这一研究结论,本文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分析和思考.
其一,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努力学习”仍是当前家庭教育的主流观

念,权力距离大和公平感强的价值导向,深刻体现在家庭对教育选择行为的社

会认知———“追赶”与“卓越”,这就是为什么课外补习市场中存在许多超前学习

和“抢跑”现象,培优型的精英教育价值观在我国社会文化场域中找到了存在的合

法性,这无疑会使中国家庭及其子女在求学路途上负思想之重而艰难前行.
其二,教育在社会分层和流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因此教育投入存在一

定的风险性.但面对这些风险,家庭在选择上仍表现出对教育的“执念”,并非

规避其不确定性,反而是“加码”投入.显然,当前我国家庭对其子女教育的重

视程度之高已经陷入了“异化”的境地,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其三,长期的集体性路径依赖,使得我国家庭微观教育决策不仅缺乏独立

思考,而且还有一种“唯学历”的崇尚情结,特别是在影子教育过度市场化的牵

引下,许多家庭容易产生“投机”心理,而这一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源于从众心理

带来的压力知觉,严重影响家庭的理性选择,针对家庭教育决策失灵应引入家

庭元治理.
其四,正是由于影子教育市场的内在价值是“效率第一”,所以才迎合了考

试制度引发的“应试教育”之需,而这一需求往往是当下的、短期的,与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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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形成鲜明的逻辑反差,致使影子教育功能不断异化,可以说这是家庭对教育

规律缺乏准确认识的表现,也无形中滋长了子女在求学中急功近利的不良心态.
其五,影子教育投入是一种特殊的家庭教育消费,它不同于正规的学校教

育或其他形式的继续教育,正是因为其补充性和非强制性特性,使家庭的选择

空间较大,这意味着制约家庭选择影子教育的因素也相对集中,给家庭带来了

许多选择上的障碍,特别是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其选择产生了难以忽略的影响.
总的来说,家庭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多元而复杂,它不像家庭资本(如:家庭

经济状况等)那么难以改变,完全可以通过“外部影响”和“自身建设”进行调和.
“外部影响”主要来自政府和学校,政府不仅要从影子教育的供给角度加以规范

治理,还应该从家庭需求的角度,继续优化考试选拔制度和具体机制,进一步缩

小区域和校际差距,促进教育优质资源均衡发展,加大对弱势群体家庭的支持,
进而通过制度改革影响家庭文化认知;学校则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公共角色,
引导家庭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包括提供对入学子女的学业评价、课外补习指

导与咨询等服务,促进跨家庭的文化交流,发挥制衡过度课外补习的积极作用.
“自身建设”指向家庭的“元治理”,家庭(主要指父母)应配合“外部影响”的

正向干预,正确理解和践行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和长期导

向的文化精髓,如:突出集体利益,克服盲目从众和攀比心理;强调风险意识,抑
制教育“投机”行为;尊重育人的周期性规律等,逐渐养成成熟、理性的文化价值

观,减少文化传承的“变异”和“扭曲”.在此基础上,内化素质教育理念,即从观

念层面重构文化价值观,通过对素质教育的深入认识,遵循青少年成长教育规律,
从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等方面培养子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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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１　家庭人口结构相关性检验

家庭儿童数 家庭人口数 家庭依赖率

家庭儿童数 １．００００
家庭人口数 ０．７０５６∗∗∗ １．００００
家庭依赖率 ０．２４２９∗∗∗ －０．００４７ １．００００

　　注:∗ p＜０．１,∗∗ p＜０．０５,∗∗∗ p＜０．０１.

表２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与课外补习支出(去掉家庭儿童数)

因变量:课外补习支出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权力距离(公平感) ０．２５３∗∗

(２．２３)
不确定性规避(风险偏好) ０．２６３∗∗

(２．１８)
集体主义(从众心理) ０．９１１∗∗

(２．０８)
短期导向(时间偏好) ０．２８３∗∗∗

(２．９２)
家庭收入 ０．３４３∗∗∗ ０．３２８∗∗∗ ０．４０４∗∗∗ ０．３３６∗∗∗

(８．０３) (１０．７０) (４．２１) (３．５６)
农村 －１．５１１∗∗∗ －１．１４０∗∗∗ －２．５８４∗∗∗ －１．１３４∗∗∗

(－１１．３０) (－１１．７２) (－５．１０) (－１１．５１)
父母受教育年限 ０．１６６∗∗∗ ０．１８８∗∗∗ ０．２６７∗∗∗ ０．１８７∗∗∗

(９．８９) (１４．９４) (６．８１) (１４．６０)
户主女性 ０．４５９∗∗∗ ０．３５５∗∗∗ ０．９０６∗∗∗ ０．３４４∗∗∗

(４．３６) (４．６３) (４．０５) (４．４４)
户主年龄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８５∗∗∗ －０．０３０∗∗∗

(－２．４８) (－３．８２) (－２．８２) (－３．４７)
家庭人口数 －０．２８３∗∗ －０．３１６∗∗∗ －０．５４５∗∗∗ －０．３１６∗∗∗

(－６．６４) (－１０．３０) (－４．６２) (－１０．２２)
家庭依赖率 －０．６２５∗ －０．２５９ １．８２８∗ －０．２７６

(－１．６９) (－０．９５) (１．８５) (－１．００)
学校重点级别 ０．２９３∗∗∗ ０．３６７∗∗∗ ０．１６６ ０．３５９∗∗∗

(４．７６) (８．２７) (１．４５) (８．０１)
样本量 ４９４５ ９４６６ １６２２ ９２７０

　　注:模型中去除了家庭儿童数;∗ p＜０．１,∗∗ p＜０．０５,∗∗∗ p＜０．０１;括号中为T 统计值.

(责任编辑　范皑皑)


